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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户移民社会的礼与俗
—— 山东海阳地区“逗秧歌”节日传统考察

李晓宁 

[ 摘要 ]  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本质特征，礼乐实践是促进中国文化大一统的重要方式。民众的节日艺术

性交流实践是礼乐精神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带有民间礼乐制度的性质。人们依靠节日艺术性交流

实践构建礼乐时空，在表演中获得身份擢升感与礼乐文化身份，从而产生对于国家与文明的文化

认同。明初，沿海要地建立大嵩卫，大量戍军及其亲人进入，发展出山东海阳地区“逗秧歌”。

通过对山东海阳地区元宵展演的历时考察，可以发现“逗秧歌”的产生与发展，是军户移民社会

文化融合过程中独特的礼俗互动方式，也是礼乐文明民间实践的生动体现。礼俗双向互动，使节

庆生活能够无所遗漏地把每一个人包容进来，进而达成礼乐文明的民间实践。民间集体表演是人

人可以进入的礼乐时空，也是由个人直达国家与文明的认同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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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是礼乐文明，礼乐文明既是中华文明重要的起点，也是独特的发展结果。礼乐传统构成了

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基本秩序和日常制度。以礼乐为核心的治理之道在先秦时期就得到了深刻认同和充分

表述，“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

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a细读可以发现，“制礼乐”一词明显说明二者是同时完成的，并被相提并论。“礼

乐”居“礼乐刑政”之首，规定着整个文明的本质特征。“礼乐”并提连用并非无意为之，而是准确描

述文明的运行形态。礼乐互成，乐以礼为目的，礼以乐为方式，是礼乐文明的特质所在，也是中华文明

的高妙之处。“儒家的政治，首重教化；礼乐正是教化的具体内容。由礼乐所发生的教化作用，是要人

民以自己的力量完成自己的人格，达到社会（风俗）的谐和。”b对于最广大的民众而言，经由何种方式，

才能让作为社会规范的礼与作为情感陶冶的乐融为一体？作为极具普遍性的民俗活动，社火、秧歌等节

庆表演都有音乐伴奏，俗乐与礼乐在类型和乐制方面显现同一性。c除了具有同一性的用乐，这些民间

集体表演艺术对于礼乐文明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之动人如何破除礼所规定

的分异，实现“礼乐之情同”，达成真正的“礼乐之谓”，礼俗互动发挥着怎样不容忽视的作用？

一、礼乐文明与礼俗互动

礼乐文明表现在制度、思想与器物等层面，这些层面都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2016 年，《礼俗

互动与中国社会研究》发表，张士闪的礼俗互动理论的提出为我们重新理解礼乐文明提供了可能。d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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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礼俗互动研究积累了较为可观的成果，研究方向集中于民间治理、民间信仰等方向。如果转换视角，

这些成果也为我们提供了礼乐文明研究的新角度，即礼俗互动视角中的节庆研究发现并强调“礼乐实践”

层面的经验发生与生活传承。具体而言，张士闪等人不约而同选取“节庆”作为切入点，既关注到节

庆活动本身的形成具有鲜明的礼俗互动属性，也书写了节庆现场之民众参与其中的体验和情感，同时

还已经注意到礼乐文明在民众的经验感受和生活传承中的表现。注重体察民众生活感受 a使民俗学者在

礼俗互动结构中精准把握地方节庆表演传统，从个体感受的角度理解地方、大一统和礼乐文明，进而

真正理解礼乐文明的民间实践方式。

礼俗互动凸显的是“地方”，在地方历史的脉络里理解文明传承。礼俗互动理论把地方带入礼乐

文明的分析框架，通过关注不同地方民众对于民俗文化的创造来理解文明的传承。历史和地理的多样

性造就了礼俗互动形态的多样性，即“礼俗关系与礼俗互动形态在不同时空呈现出较大差异性”b，这

表现为地方节庆中礼乐经验的多样性。民俗学者在礼俗互动的具体场景中不约而同捕捉到了民间集体

表演艺术与民众现场的经验与感受，意识到了其中溢于言表的意义，记录了民众诸多的“礼乐经验”。

礼乐经验的本质是体认，即民众对于礼乐文明的切身体验。无论是孔府年节龙灯、舞狮等民间集体表

演艺术时的“众人共欢”c，还是北京地区香会“每年定期举行的声势浩大而行进有序的朝山，像一首

社会联动的交响曲”d，这些书写看似只是直接朴素的场景描述，其实是对礼乐文明“实践场景”的本

质把握。作为礼乐文明生活传承的动力，多样的节庆呈现出不同的外在表演形式，而不同的外在表演

形式产生的是相同的结果，即身心一致的情感性。至此，礼乐生活实践的特点跃然而出——以身心为

媒介的直达性。多种意义的建构都是在表演当中完成的，鲁中地区年节扮玩“完全借助表演完成了‘状

态的转变’，使身体和精神沉浸在一种特殊的体验和场域里面，从而达成了一种‘超越’的生命体验”e。

民俗学者也是因为深入表演现场，才能洞察到乳山秧歌是“村落身份的建构方式，也是地方文化的实

践方式”f，才能洞察到京郊民众以香会表演“展示自我个性，民众获得存在感和意义感”g，才能洞

察到周村芯子是“表达对其他社会主体的承认，同时获得其他社会主体的尊重”h的交流方式，才能发

现民间集体表演艺术是“涵化某种结构性紧张的礼俗智慧的体现”i。张士闪坚持在田野之中考察礼俗

传统的存续，几十年来一以贯之地“在田野中理解中国”j，“以历史的眼光看民俗”k。他在瞩目胶

东院夼村谷雨祭海节时，能够于现场从细微处捕捉到节庆的稳定性与礼乐文明的活态性。他敏锐地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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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年复一年的展演使其“不可避免地被赋予更多的文化意义，并有脱离语境而升华为超验性价值的

趋向”a。他虽然并未直接言明“超验性价值”的具体含义，正因为对于“中华文明”的探索本身就是

“礼俗互动”提出之初的思考动力，所以，从“社会性”的基础上指向的“文明性”应在其中。至此，

民俗学者尝试经由礼俗互动理论回答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普通民众对于礼乐文明的抵达方式，即个

体实践中的礼乐文明的建构与传承。

与此同时，相关学科已经意识到礼乐文明既有研究视角的不足，注意到要想对礼乐文明做出整体性

的准确认识，需要从实践者的“经验”来理解礼乐文明的意义发生，“‘礼乐’的精神要义根植于实践

者的具体行动之中”b，这要求研究者必须回到礼乐的具体实践场景，即“实践者身体、信念与氛围的

交织，构建起一个充满象征显现的‘感应’世界”c。哲学意识到礼乐文明研究推进方向的关键在于实

践者的“经验”层面，如果我们接着向前一步追问，何以形成“经验”？若从俗民的日常生活中寻找这

一问题的答案，可以说，已经得到了一个较为丰满的答案，礼俗互动研究已经展示了经验的丰富性。“正

是因为无论怎样制礼作乐，都不可能满足全社会、全民族的需求”d，地方民众基于礼俗互动进行了诸

多文化创造。节庆现场是全民性礼乐实践的重要场景与类型，它之所以令民俗学者不约而同地聚焦于此，

绝不仅因为这是节庆最热闹最吸引人的场景，而是他们切身感受到“热闹”所积累与沉淀的珍贵意义。

只有“现场”，才能产生民众身心沉浸其中的礼乐情感，使“礼乐经验”最终通向具体个体。

礼俗互动是中华礼乐文明维系所呈现出的表现方式，李向振认为它的价值在于“描述中国社会结构

与基本性质”e，魏甜甜则认为“其根本价值在于对文明主体性的解读和阐释之上”f，现在，我们能够

发现这两种观点之间的联系。礼俗互动理论自诞生之时就自觉地带有文明视野，本质上关注的是中华文

明的实现过程与传承方式，补充了鲜有人讨论的千千万万普通民众对于礼乐文明的接纳、实现与参与过程。

循此思路，更适合将节庆看作地方社会礼俗活动的代表性外显与礼乐文明重要的经验层面而加以关注。

梳理卫所军户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军户移民社会的礼与俗。明朝在全国范围内遍立卫所，从

京师到各地，从边疆到腹地，从运河到沿海，地区不可谓不广。此外，“明初分民为军、民、匠、灶等籍，

军户在全国户数中所占的比例约为五分之一。”g军户数量不可谓不多。卫所军户是历史学历来关注的

对象，研究取得了诸多成就。于志嘉着力于“说明‘卫所军户’此一群体之存在形态”h，就明代江西

卫所军制、屯田、军役、军户管理、人口等具体实际情况完成了非常精彩的论述。历史人类学更关注

制度运行的社会影响与军户群体的能动性，赵世瑜自下而上地关注人群本身。他发现，军户群体虽是

军事制度的产物，却与经济贸易不无关系，西南卫所、土司直接带动了场的兴起，这一政治力量与市

场力量相互作用，共同促进了市场的发展 i；而在辽东地区，明清易代之时的东江军人群体也在影响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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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贸易的发展 a。此外，军户群体如何影响地方文化，也得到了一定的解答。在西北，卫所制度塑造着

包括神祇、仪式与传说在内的符号与空间两种社会景观 b。西南屯堡文化的相关研究成果进一步表明，

军户群体对地方社会的建构离不开礼俗互动，鲜明表现在军户群体对于地方文化的创造。随着南征军

队进入贵州，“在明军里盛行的融祭祀、操练、娱乐为一体的军傩”c与地方民俗相结合，形成了贵州

地戏。地戏是“坚定的身份意识与国家认同信念”d的产物，是屯堡文化精神核心组成部分。

二、礼俗互动：海阳“逗秧歌”传统的产生

地方是国家之地方，国家是统筹地方之国家，海阳“逗秧歌”本身就产生于礼俗互动的进程中。

“逗秧歌”迎合了地方长官文化治理的需求，满足了民众对于文化身份的追求。透过“逗秧歌”传统，

观察地方社会建构与文化认同的历史积淀过程，能发现不同时期国家政治及文化的渗透方式。想要了

解海阳“逗秧歌”传统的产生，必须先了解大嵩卫的建立及其对地方社会的深刻影响。

（一）“大嵩卫”与“闻韶其人”

明代改良元朝军事制度，创建卫所制度，以加强集权统治。为防御倭寇侵扰，完善海防体系，在

沿海军事要地设置众多卫、所，于原属登州府宁海州莱阳县的胶东半岛南部海滨设大嵩卫。地处山东

半岛的南部中间，大嵩卫城大体正处于临近海口的两座所城之中间位置上，具有连接东、西两座所城

的重要作用。《明实录》（卷 257）记录，洪武三十一年（1398）五月，“丙寅，置山东都指挥使司，

属卫七：曰安东、曰灵山、曰鳌山、曰大嵩、曰威海、曰成山、曰靖海。”e 三百多年后，清雍正十三

年（1735），在全国范围内的卫所改革中，大嵩卫被裁撤，改设海阳县。

伴随着大嵩卫的建立，大量戍守士兵及其家人移民于此。明朝卫所军实行世袭兵制，士军的主要

来源包括开国前后诸将旧部、征战降卒及因罪充军者、从平民中征调的“垛集兵”。“洪武三十一年（1398）

设大嵩卫于凤城，领中、前、后三千户所。”f 卫所军户作为外来移民进入海阳。“新设卫所军人的家

属多于洪武以后迁入。估计该地军籍移民约为 10 万人口，其中相当一部分军人是从云南、四川等地调

入的。永乐年间迁入的军人家属大约有 6 万人口。”g

卫所的建立推动了地方文化教育的传播。“明永乐三年（1405）指挥使荣整在大嵩卫城北望石山东坡，

建碧霞元君庙，并在城里修建文庙（孔子庙）。”h每年文庙的祭孔活动有春、夏、秋、冬四大祭。除

了文庙的修建，地方文化的发展应当也深受卫所的影响。“明初即有诗社、艺苑、乐班、社戏。”i这

些都离不开文化人士的参与。闻韶应该是当地非常活跃的文化人士，热衷于各种文艺活动。地方志记载，

①　　　　　　　　　　　　　　　　　　　　　　　　　　  赵世瑜、杜洪涛：《重观东江：明清易代时期的北方军人与海上贸易》，《中国史研究》，2016 年第 3 期。

②　　　　　　　　　　　　　　　　　　　　　　　　　　  阙岳：《从卫所制度到社会景观——对洮州卫的历史人类学考察》，赵世瑜主编：《长城内外：社会史视野下的制度、族

群与区域开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242—274 页。

③　　　　　　　　　　　　　　　　　　　　　　　　　　  庹修明：《贵州傩戏傩文化》，《文化遗产》，2008 年第 3 期。

④　　　　　　　　　　　　　　　　　　　　　　　　　　  朱伟华：《建构与生成：屯堡文化及其地戏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336—337 页。

⑤　　　　　　　　　　　　　　　　　　　　　　　　　　  《明实录 • 太祖实录》，第 3716 页。

⑥　　　　　　　　　　　　　　　　　　　　　　　　　　  刘德增：《山东移民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 307 页。

⑦　　　　　　　　　　　　　　　　　　　　　　　　　　  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一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352 页。

⑧　　　　　　　　　　　　　　　　　　　　　　　　　　  荆甫斋、刘志耘主编，山东省海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海阳县志》，烟台：海阳县印刷厂，1988 年，第 1 页。

⑨　　　　　　　　　　　　　　　　　　　　　　　　　　  同上，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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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洪熙元年（1425），乐舞生闻韶扮秧歌。”a过了两年，“明宣德二年（1427），闻韶组建‘崇雅

艺苑’。”b

（二）从长官家宴之“舞唱于庭”到“乡民艺术”

明初军事卫所的修建对于当地的人口组成和文化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卫所既承担守护海防、

抗倭保国的军事之职，也发挥文化输出、影响地方的文化作用。卫城是兵将驻所，是军事要地，此外，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当地的文化中心。海阳“逗秧歌”，从诞生之初到今日的近七百年里，联通古今，

贯穿上下，勾连礼俗。它的创发，从时间上来看，紧随大嵩卫设立，这看似只是偶然的巧合，实则是

礼俗之间紧密的从未分割的互动实践。海阳“逗秧歌”创造与发展的背后是军民文化的融合，即军籍

移民地方化过程中的文化适应。

海阳“逗秧歌”的出现与大嵩卫镇抚赵通关系密切。或许可以这样说，没有镇抚赵家，就没有海阳“逗

秧歌”。大嵩卫首任镇抚是明太祖的旧部亲信，“卫镇抚赵义从太祖，以军功受职。三十一年任”c。

海阳《赵氏谱书》记载，“赵氏原隶滨籍，伯始祖讳义，明初以军功世袭大嵩卫镇抚使。始祖讳敬，

以弟承袭。二世讳通，三世讳全，俱承世职。”赵通是大嵩卫首任镇抚赵义的侄子。目前，可见的最

早记录海阳秧歌的文献是现存海阳博物馆的海阳赵敬家族《赵氏谱书》：

二世祖（赵）通，世袭（大嵩卫）指挥、镇抚，诰封武略将军。洪熙一年，欣逢五世同堂，上赐“七

叶衍祥”金额，悬匾谷旦，诸位指挥偕缙绅光临赐贺。乐舞生闻韶率其所练之秧歌，舞唱于庭，其乐融融。

家谱里这段文字十分重要，却被很多研究者一言带过，或者仅被看作秧歌起源时间的根据。d 族谱

里的这段文字记载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文化片段与线索，虽然家谱书写者意在强调皇帝的嘉许，但它为

我们呈现了尚未引起关注的信息。赵家因敬老孝亲获得朝廷褒奖，地方军事长官个人的家族之喜成为

地方社会的文化大事。如果从礼乐实践的视角来看，我们将会发现它背后更为重要的社会文化意义。

为什么海阳秧歌的指挥者被大家称为“乐大夫”，为什么海阳秧歌要去模仿宫廷官职？

要想理解秧歌在大嵩卫首演的情况，“闻韶”的具体信息就非常重要。他的乐舞生身份具有丰富

而重要的意义。乐舞生是明清时期对乐生和舞生的合称，负责郊社之祭及祀孔典的乐舞。e“赵通所赏

的秧歌，应为宋代乐舞的延续形式”，“系由‘乐舞生’所‘创练’”，相关研究从舞蹈表演特点的

角度提供了颇具信服性的论述。f 这大概能够说明很多研究者所持“乐舞生闻《韶》率起创练”之解明

①　　　　　　　　　　　　　　　　　　　　　　　　　　  同上，“大事记”，第 1 页。

②　　　　　　　　　　　　　　　　　　　　　　　　　　  同上，第 1 页。

③　　　　　　　　　　　　　　　　　　　　　　　　　　  陈化章编著，于振考点校：《大嵩卫职官》，《莱阳县志点注：民国版（第贰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4 年，第 205 页。

④　　　　　　　　　　　　　　　　　　　　　　　　　　  现有主要解释认为是“乐舞生闻《韶》率起创练”。

⑤　　　　　　　　　　　　　　　　　　　　　　　　　　  明代乐舞生的研究，最为详尽丰富者当属张友春，明代始设太常乐舞生，此后明清两朝将太常乐人之“非贱民”身份者与

地方负责中祀吉礼雅乐的承应者统称作“乐舞生”。明代，地方官府从当地道士与包括儒学生童在内的平民子弟中选拔乐

舞生。乐舞生的训练教师，是由地方官学延请。地方官府一般拥有乐户编制，在这些编制中，府一级的乐舞生最为多见。

相比于太常神乐观的乐舞生，地方层面乐舞生的职能范围明显减少，主要负责文庙的释吉礼。相关成果参见：《明清两代

礼乐户建置概说》，《音乐文化》（2008 卷），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年；《明代的太常乐舞生》，《中国音乐学》，

2017 年第 2 期；《羽士与儒者：明清两代乐舞生群体构成的变迁》，《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8 年第 1 期。

⑥　　　　　　　　　　　　　　　　　　　　　　　　　　  参见詹仁中、蔡惠铭：《海阳秧歌——宋代乐舞的遗响》，《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1994 年第 2 期。该文

认为海阳秧歌的众多特点与宋乐舞一脉相承，并从歌舞队表演的队伍阵式、演出程序、音乐的相似，宋乐舞中的“竹竿

子”“勾”“答”与“遣”保留着在海阳秧歌中四个方面展开论证。

◎军户移民社会的礼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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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不合常理，新舞蹈的创排并非兴起时刻就能完成，而需要多人反复的磨合和练习。卫所军户长官之

宴席也绝非一般排练之地，怎么允许乐舞生现学现练？

从长官家宴之“舞唱于庭”到“乡民艺术”，也就是从明初家谱所记载之“秧歌”到当前的“逗秧歌”，

既离不开乐舞生的创制，更少不了广大民众的热情参与。当军户移民和落地户越跳越亲，越跳越近，

“逗秧歌”成为一种地域社会内部的艺术性交流方式。浓妆艳抹，彩衣艳服，富有激情，酣畅淋漓，

耍得畅快，看得满足。演员卖力，观众叫好，乡民暂时脱离了繁重的日常劳作，身心投入创造出欢乐

喜庆的礼乐时空。

从军官家宴之歌舞到乡民集会之共乐，这一看似偶然的发展，提供了礼俗互动的新类型、样态和

路径，即边防移民地区军事中心的礼乐教化、民众家国观念的身体化、礼乐文明下文化大一统的地方

实践。与其说海阳“逗秧歌”是卫所制度留给地方的文化遗产，不如说它是礼俗互动的生动体现、边

防地区的礼俗教化。

以秧歌为核心的元宵节表演把礼乐文明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影响体现得淋漓尽致。每年正月十五，

为数众多的村落平等地进入集体的节庆状态。乡土社会的年节庆典（伞头秧歌），是乡土社会现实秩

序的一种象征性展演。a人们走出村落，进入集镇或者地方行政文化中心展开表演。所有的村民一下子

变成了城镇的人，在表演中获得超越村落性的身份擢升感。在乐声的熏陶感染下，人们欢快投入跳跃

舞动，心悦诚服地服膺于礼，甚至是五体投地遵从于礼。“礼是应当包含人的天性及人类后天所制定

的一系列的礼仪制度两方面的”b，礼俗互动则意味着俗也应当包含人的天性及相关规定的。因此，礼

俗实践的发生、传承是自然而然的，甚至可以说是毫不费力的。表演者与观看者共同构造礼乐时空，

并感知、体验礼乐情感。人们获得精神上的愉悦，社会生成合理的秩序。每个人自愿进入各自的社会

位置，身心合一地扮演着各自的社会角色。当民俗表演活动结束，人们继续日常劳作和生活，依然各

安其位，礼的秩序得以生成和维系。在某种层面上，这意味他们在自我体认礼乐文明之中人的身份感，

由认同自我到认同村落，由认同村落到认同集镇，由认同集镇到认同县城，从认同县城到认同城市，

从认同城市到认同大一统政治，从认同大一统政治到认同文明。在递升的身份擢升感中，一层一层的

社会秩序得以巩固。

正月十五全国各地齐闹元宵，这一节庆活动的高度统一体现着民众一致而久远的家国观念。每年

的同一天里，广袤的国土上千千万万村落都欢快起舞，各安其位。个体归于家乡，家乡归于所在地域，

地域归于国家。个人的文化身份因此而变得完整，缺一不可。正如李海云对贺号仪式的研究所发现的，

“村民不仅获得了一种社会身份，也将日常生活与国家政治联系起来。”c

经过多年发展，“逗秧歌”成为海阳地区具有标志性的文化实践传统。这既是海阳人民的自我认知，

也是周边地区的共同观点。d

①　　　　　　　　　　　　　　　　　　　　　　　　　　  王杰文：《仪式、歌舞与文化展演：陕北 • 晋西的“伞头秧歌”研究》“自序”，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4 页。

②　　　　　　　　　　　　　　　　　　　　　　　　　　  康廷山：《清代荀学史略》，北京：中华书局，2020 年，第 202 页。

③　　　　　　　　　　　　　　　　　　　　　　　　　　  李海云：《贺号：乡村仪式实践与国家礼治精神》，《民俗研究》，2024 年第 6 期。

④　　　　　　　　　　　　　　　　　　　　　　　　　　  曾划归海阳的宝口村现在秧歌依然耍得很红火，村民对外骄傲宣称，“我们的大秧歌是和海阳学的！”访谈人：李晓宁；

访谈对象：刘京清；访谈时间：2022 年 7 月 14 日；访谈地点：山东省威海市乳山宝口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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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乡民艺术中的“心意”与“礼乐身份”

在柳田国男提出的民间传承之“习俗”“口碑”“俗信”三分类法中 a，他把通过解释“心意现象”

来把握民众的信仰、人生观、价值观视为民俗学研究的最终目的。他认为，建基于“眼观”与“耳听”

材料之上的“同乡人的感觉”才是乡土社会中最为根本的研究对象，包含生活观念在内的“心意感觉”

是只有同乡人之间才能彼此理解的最深层次的乡土文化。“心意感觉”不仅是知识与生活技术，更是

以知识与生活技术达成的生活目的。

相比于外来的研究者，相互知根知底的同乡人的眼睛更有可能敏锐地捕捉到稍纵即逝的心意民

俗。2021 年正月，一个“逗秧歌”的海阳农民之高度瞬间性的宝贵时刻被他的作家邻居准确地抓

住并记录下来，即柳田国男所强调的只有本土人才能挖掘出的乡土生活中最深层次的“心意现象”。

他扮演的是货郎，穿街走巷的角色，与翠花是一对搭档，俩人讨价还价，再加上化了浓妆，我当

时没有认出是他，只觉得因为他的在场，因为他的动作的夸张和洒脱，整场秧歌变得生动起来，整个

村庄变得生动起来，整个春节变得生动起来。b

这一个被同乡人捕捉到的转瞬即逝的珍贵瞬间，直指礼俗互动之身份擢升感的本质。唯有乡人的

邻居，方能及时识别转瞬消亡的灵光，方能体会其中的奥妙，方能听懂无声的语言，方能读懂无字的“心

碑”c。他惊叹“那个邻居在秧歌场上像是变成了另一个人”，这就是超越“旅人之学”“寄居者之学”

以建立“同乡人之学”所必须的民俗资料，也是窥见礼俗中国心理动机之极具说服力的宝贵的心意相

通的时刻。究其根本，在节日的欢庆气氛中，作家王月鹏感受到的邻人之“夸张”“洒脱”“生动”

都是生命意义实现之喜悦，这正是民众进入国家礼俗的身份擢升感所带来的，也是生命意义得以实现

的最为根本的动力支撑。基于此，“逗秧歌”成为一种特定的空间场域里生命意义的实现方式与礼乐

身份的获得方式，也是心灵深处多种认同的生成方式。

三、礼数、身体记忆与非遗：作为地方生活传统的海阳“逗秧歌”

近几百年来，“逗秧歌”广泛流行于海阳地区。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全县一半以上的村落在传承“逗

秧歌”。正如刘铁梁教授所言，特定民俗传统总是生成和传承于特定地域社会或其他共同体生活之中，

所以民俗才具有了特定生活方式形态类型与意义体系的本质。d 作为地方生活传统的“逗秧歌”，与地

方社会的发展紧密相连，它对于地方民众具有礼数、身体记忆与非遗三重意义。

（一）礼数之“三进三退”

“逗秧歌”是礼乐文明之下的地方具体实践方式。它的核心和目的是礼拜与耍逗。即便地处东部

沿海，海阳也深受齐鲁儒家文化的长期浸染。“逗秧歌”，虽暗含一比输赢的文化较量心态，更值得

注意的是，民众因此自发形成进退有序的具体礼节，即斗以生乐与礼中之斗。

①　　　　　　　　　　　　　　　　　　　　　　　　　　  柳田国男把可视的材料、音声的语言资料和心意感觉，对应地称之为“旅人之学”“寄寓者之学”“同乡人之学”，又分

别称之为“体碑”“口碑”“心碑”，还称之为“习惯”“口碑”“俗信”。

②　　　　　　　　　　　　　　　　　　　　　　　　　　  王月鹏：《海阳大秧歌》，《光明日报》，2021 年 3 月 12 日第 15 版。王月鹏是山东海阳籍作家。

③　　　　　　　　　　　　　　　　　　　　　　　　　　  [ 日 ] 柳田国男：《民间传承论与乡土生活研究法》，王晓葵、王京、何彬译，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 年，第 84 页。

④　　　　　　　　　　　　　　　　　　　　　　　　　　  刘铁梁等：《纪念中日联合江南地区民俗调查 30 周年笔谈》，《民间文化论坛》，2024 年第 3 期。

◎军户移民社会的礼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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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民自发创制严格的程式，乐于遵守详尽的礼数，共同维护明确的规矩，三进三退是其最具代表

性的表现。“到 20 世纪 80 年代，大秧歌表演程式分进村、串街、耍大场、演场、收场等。”a 进村和

收场时遵守三进三退的礼节。海阳秧歌队行进中“见庙必拜，见驾必参”，“两秧歌队相遇，双方乐

大夫必率队互拜，俗称‘逗秧歌’。”b 如果两支秧歌队伍在路上相遇，并且他们之间比较熟悉，交情

不错，一般会在路上表演耍斗。

礼乐实践的视角有助于全面认识“逗秧歌”，“逗”非为争斗之“斗”c。“斗”仅仅是“逗”的

丰富含义之一层，而非核心要义。从这个角度来看，“斗”或许更多地发挥着表演的作用。作为表演

环节的“逗秧歌”通常发生于两队相遇之时。

串村演时，若两村都有秧歌队，当乙来到甲村，则甲乙双方都打欢迎鼓，甲村领导与乙村的领导

或秧歌的领队握手后，甲村的秧歌队要采用龙凤斗的套路迎会。甲的秧歌队派扇子队出场，乙的秧歌

队是龙打头，双方相向，甲向前迎，乙原地不动，当相距 1 米远，双方开始龙凤斗套路，表演握手欢

迎等高兴动作，乙方的龙用点头、张嘴表示感谢迎接的高兴心情。然后，甲方后退完成第一次迎接套路。

甲方要连着迎接三次，作三进三退的迎接仪式，然后甲方退到道路两边，夹道欢迎乙方进村。接下来，

乙方要转回头面向甲表演一套龙凤斗套路表示感谢。d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龙凤斗”与“三进三退”是紧密联系不可分的，这更体现出人们对于礼数

与秩序的看重和遵循。

（二）作为身体记忆的“逗秧歌”

久远的军户移民历史在累世而居的海阳人民身上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这集中表现在节庆里“逗秧歌”

的热闹和红火。“逗秧歌”是对历史的身体表述，集体表演是历史传承的生动体现。乡民以身体语言

为重要载体，实现情感的流动与记忆的传承。他们与祖辈耍着一样的秧歌，共享一种身体传统。地域

历史的传承，以文字之外更为生动强大的方式代代相传。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

“海阳大秧歌”在秧歌大类之下，“大”具有力争第一的意味，突出场面及阵势之大。当地依然流传

着这样的历史记忆，“海阳大架秧歌，老辈叫‘武派’或者‘武秧歌’，气势宏伟加上武功架子，它

是为了抗倭而被明朝官府推广。”e 虽然大嵩卫与抗倭的历史已远去，军户移民的后人依靠空间、生活

经历的记忆形成了家乡的历史记忆。

当地人自身的历史感、时间感是和他们自己的生命体验紧密结合的。历史感需要民俗文化来表达。

如果想要打开历史记忆的闸门，民俗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关。在某种层面上来说，民俗是打开历史记忆

的闸门的最佳方式。在对现实生活的创建中，礼俗实践触发历史记忆的闸门和开关，打开民众胸中的

历史。民众利用自己的历史创造、遗留的文化传统开创崭新的生活，也在这个过程中亲近自身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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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海阳“逗秧歌”

非遗保护运动兴起之后，地方政府的文化部门与地方民众积极参与其中。2008 年，由海阳市文化

馆牵头申报的“海阳大秧歌”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是我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值得注意的是，“海阳大秧歌”的申报成功离不开当地民众对它的热爱，“乡民对秧歌的依恋与支持，

是这种艺术形式存活的真正原因。”a 为了申报非遗，很多村落群策群力以求创新，来提高“逗秧歌”

表演的竞争力和辨识度。或增强道具以观众丰富的视觉体验，或添加新颖有趣的动作，“逗秧歌”保

持着十分强盛的传承动力。民众主体的参与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最为根本要点所在。正如张

士闪所言，“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前景在于融入乡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与国家基层社会治理是一种互益互补的关系。”b

当前，虽然民俗传统正在经历着被“非物质文化遗产”命名的过程，但是，只有当我们穿越非物

质文化遗产近二十年的历史，去把握民俗传统近千年的本质时，才能真正理解它们之于乡民与社区的

重要意义。“逗秧歌”依然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着现实作用，延续着乡土社会的生活秩序，调试着剧

烈变化之中的文化心理。礼乐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本质，依然在乡村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是中国

艺术乡建的重要文化资源。“礼乐制度是富于中国经验的审美治理机制，探讨礼乐制度如何在民间接

衍并建构其当代形态，是实践中国艺术乡建由‘外’而‘内’并交互共生的重要路径。”c

“逗秧歌”深刻地嵌入地方社会结构的维系，各种社会变化为“逗秧歌”的传承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与此同时，民众的创造为其注入崭新活力。“逗秧歌”传承的背后，是地方社会对于不同时代变化的

积极适应，是文化传统的不断重建与更替，也是地方社会秩序的调整与更新。

结  语

民俗活动内发于中国人的日常实践，是产生身份擢升感和获得文化身份以建构礼乐文明的重要方

式。礼乐时空是由人们的文化行动构成的，每个人都在其中担任一定的民俗角色，每个人尽到应尽的

礼数。每一个村庄都各安其位，每一个人都各享其荣。礼乐文明则由民间周期性节日艺术性交流活动

构成，长期的礼俗实践使得逐层递进且呈包含关系的认同内化为中华文明的礼乐大一统。认同实际上

存在着从具体到宏观的递进逻辑，从村落认同到地域认同，从地域认同再到国家认同，是层次不断递

进的关系，由自我认同逐级认同到大一统的中国，从大一统的中国到礼乐文明，认同的等级是充分交

流与融合之后主动形成的文化秩序。

民间的礼乐实践与中国传统政治运作的特点呈现出高度的重合性。王加华注意到，中国古代的政

治运作具有强烈的象征性特色，而政治运作离不开礼的反复操演。“通过礼的反复操演，将其中所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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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的‘理’‘义’‘仁’‘合’‘德’等天道与人伦理念，灌输于各阶层民众心目之中，并引致他们

的感悟与认同，同时结合并辅之以实体权力运作与暴力强权，最终实现教化民众并规范社会秩序的目

的。”a 无独有偶，民间的礼乐实践则多借助节庆中民俗活动来完成这一过程，并自觉达成了传统政治

的目的。

从文明的主体性来看，礼乐既是一种依赖于制度和器物的客观存在，也是一种体验感受——基于

地方传统节庆表演的参与及观看，也是个体的一种心理状态——隐藏于日常而外显于节日的心理状态，

也是一种文化身份——对于自我归属于村落、地方社会、大一统国家与礼乐文明的认同。不管是体验

感受，还是心理状态与文化身份，大多离不开礼俗互动。礼俗互动勾连了普通个体与礼乐文明，对礼

俗活动本身的形成与人们身处其中的情感认同具有结构性作用。换言之，礼俗互动使普通个体的礼乐

经验成为可能，也使礼乐文明得以遍及众民。若无民众千百年来周期性的艺术性交流实践，以节日表

演的方式呈现礼乐认同，使数以千万计的普通民众获得身份擢升感，则无所谓中华文明的文化大一统。

礼乐文明和政治大一统表现在各个地方礼乐文化的多样与统一之上，对其认识的深入，有助于回答礼

俗互动何以成为维系中华文明的不可或缺的实践方式，这有赖于学界的继续探索。

[ 责任编辑：丁红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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